
封城的经济损失有多大？ 
 
新冠疫情全球流行已经两年，世界各地大多数政府都试过各种方式来控制疫情，亚太
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以“清零”或“动态清零”为标志的中国抗疫政
策在短时间内阻断病毒传播的效果尤其显著。中国抗疫政策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反
应迅速的全民检测、有效的接触者追踪和严格的入境管理。但就中国特色而言，快
速、精准的“封控”、“管控”和“防范”可以说是“清零”或“动态清零”有别于
其他国家和地区抗疫政策的关键。中国的“封控”和“管控”从小区做起，根据情况
可以升级到区县一级，一直到最严厉的“封城”。不过，封城的个数其实很少。自武
汉疫情结束后，一直到上周，根据我们的统计，全国只有 16个城市经历过封城。另外
有 18个城市经历过“局部封城”（即区县一级封闭），其中两个城市经历过不止一次
的局部封城。封城或局部封城大都在三周内结束，很少有超过两个月的情况。流行病
学专家对封城在抗疫方面的效果做过很多研究。简单的国际对比就可以说明问题。即
使是疫情最重的西安，总共也只有两千多例确诊个案。 
 
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封城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在刚结束的全
国政协会议上，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就提到了要“努力以更高的水平、更小的社会成本
来控制住疫情，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要算清楚封城的经济账，经济学
家当然义不容辞。不过，不要小看了算这笔账的难度。过去两年，世界各地有不少封
城的经历，也有经济学家通过对比封城前后的数据来推算封城的经济损失。但到目前
为止，大家并没有太多共识，还是一笔糊涂账。比如有研究表明，虽然美国封城期间
的经济损失很大，但由封城造成的损失却比较轻微，大多数损失可能来自于新冠疫情
本身和民众自发的防护反应。当然，世界各地经济差异很大，封城的具体限制也各有
不同，可以相互参考的价值比较有限。 
 
中国雷厉风行并且行之有效的封城措施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估计封城经济损
失的机会。由于政策目标明确，争取第一时间“清零”，即使只有个位数的病例，也
可能封城。所以，对比封城前后被封城的内地城市（类似“实验组”）和同一时期未
被封城的内地城市（对照组）的经济表现，就可以估计由于封城本身（而非疫情）造
成的经济损失。下一个难题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各个城市的经济表现。政府公布的数
据大都按年更新，而且不一定覆盖内地所有三百多个地级市。所以，在最近我和其他
几位学者合写的论文中（Chen et al., 2022），我们用按月更新的城际卡车流量变化来
推算各个城市的实际收入变化。我们重点分析了武汉疫情结束后内地的 16次封城，发
现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失为当期 GDP的 34%（对数值下降 0.41，标准差为 0.04，参见图
1）。封城取消后经济迅速恢复到原有水平，但并没有反弹。在控制了疫情程度和封城
长度后，封城两周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当月 GDP的 32%左右。如果封城两周（或者 1个
月），经济损失大致为这个城市全年 GDP的 2.7%（或者 4.5%）。 
 

 
 
 
 
 



图 1: 封城经济损失的事件分析（Event Study） 

 
注：T0和 T1分别表示封城开始和结束的月份。-X和+X表示提前和滞后 X个月。纵坐
标是卡车流量变化，单位是对数点数。 
 
局部封城的经济损失只有封城的四分之一，充分说明精准政策的优势。如果对北京或
上海这样的一个特大城市实施封城两周，对当月全国 GDP的影响大致在 2个百分点左
右（以 2021年 GDP计大约为一千九百亿人民币）。这个损失里有 7%是来自于当地封
城对其他城市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 
 
我们的估计忽略了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城际卡车流量并不能完全代表经济活动，我们
还需要寻找更多有代表性的高频经济指标。被封城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会影响对照组
的表现，从而造成估计的偏差。封城对各个行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差异很大，经济损失
在经济结构不同的城市之间也可能有很大差异。不过，对一个每月 GDP达到千亿级别
的城市实施一个月的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失数以百亿计应当是个比较难拒绝的统计推
断。 
 
封城是否得不偿失？虽然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汇总各个方面的研究，但从直觉上
讲，对比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过去两年的综合表现，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况且，中国的
抗疫政策一直在不断完善，也在随着疫情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估
计，发现武汉疫情结束之后的封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明显低于之前的封城。即使在疫
情严重程度可比的情况下，这个结论也是成立的。这说明中国政府的确做到了“以更
高的水平、更小的社会成本来控制住疫情”。不过，奥密克戎病毒出现之后，“动态
清零”的难度可能成倍上升，过去几天长春、深圳和东莞先后封城就是最好的预警。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有十分之一的城市被迫封城两周，根据我们的估计，当月全国
GDP可能损失 3.1%（以 2021年 GDP计接近三千亿人民币）。为了应对这种极端情
况，中国政府的确应当汇总各方最新信息，在坚决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底线的
前提下进一步优化我们的抗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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